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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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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 2950 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

159 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 531 个效应值，运用 Meta Analysis 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

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 FAT-PET-PEESE 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 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

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

较弱; 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

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

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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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的政策和行动汇集于农业现代化、快速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

历史性趋势中，经历了从普惠式到特惠式，输血式到造血式，救济式、开发式到精准扶贫，从瞄准贫

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到瞄准贫困户的重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

降［1］。以政府为主导、大规模财政投入为支撑的中国式减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效。与此同

时，围绕中国财政扶贫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40 年间公开发表文献的年均增长率 达 到

27. 75% ①，尤其是 2013 年以来，聚焦“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现井喷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学术关注度。
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评估已成为扶贫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

迄今为止，国际国内关于中国农村财政扶贫政策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减贫的研究仍然

存在诸多争论［2］。集中表现在: 一是“减贫”的衡量标准。采用绝对或相对贫困、动态或静态贫困、
国家或国际贫困线、收入贫困或多维贫困等不同标准的测度结果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3］;

二是在相关性检验上，基于不同样本、方法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财政扶贫支出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

多种可能关联，如线性正相关［4］、线性负相关［5］、正 U 型、倒 U 型或不相关等［6］; 第三，随着财政扶

贫方式的多样化，对财政扶贫结构效应的关注日益增加，“造血式”扶贫的减贫效应被认为显著高

于“输血式”扶贫［7］，科教文卫等农业农村“普惠型”扶贫相对于补偿补贴等“特惠式”扶贫更为有

效［8］，但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9］。
围绕上述一系列争议，以减少贫困人口为核心目标的我国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减贫



效应，无疑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学术和政策问题，其答案不仅是对过去 40 年扶贫实践及其成效的

阶段性总结，也将为未来的政策行动和研究方向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法 Meta Analysis
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集成，聚焦以下研究目标: 一是厘清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运用 Meta 分析的研

究范式对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估计，获取信效度较高的阶段性定论; 二是从结构和

路径效应出发，探讨并比较不同扶贫方式的减贫机理与效应差异，识别单项研究所不能发现的变

量关系。

二、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一) 减贫效应测度

我国农村扶贫政策以财政资金为支撑、扶贫项目为载体，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公共

服务、社会保障、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10］。以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我国实施了超常规的

反贫困战略，“十三五”累计投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367． 51 亿元，达到“十二五”的 2． 83 倍。
财政投资通过福利性转移支付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改善贫困人口福利; 通过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拉动了社会投资和就业，增强了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等［11］。但财政扶贫存在着对私人

支出的挤出［12］、对贫困人口生产性努力的负向激励［13］ 以及“精英俘获”、“大众俘获”扶贫资

源［14］，阻滞了减贫效果的实现［15］。
减贫成效测度一直是扶贫政策研究的核心争议，即应以“收入”为指标还是以“多维度”为指

标? 低收入是贫困最本质的特征。收入提高能够使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应改善，从而打破

“贫困恶性循环陷阱”。“收入”指标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是贫困发生率( H = q /n ) ，即收入低于贫

困线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①。贫困发生率的降低，意味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其他以收入为

核心的测度指标还包括贫困深度指数、贫困强度指数、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恩格尔系数等。另

一方面，由发展经济学家 Amartya Sen 提出的“多维贫困”概念着眼于贫困人口的能力和权力状态，

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3］，更多的测量指标及指标体系被开发，如 MPI 指数［16］、可持续生计

框架［17］、脆弱性［18］、满意度［19］等。本文认为，尽管从多个维度测度贫困更具全面性，但“收入”无

疑仍是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促进贫困农户收入增长仍然是减缓贫困的直接途径。因此，本

文采用以收入为核心的两大指标———贫困发生率和人均收入———作为测度标准，提出假设认为，

我国过去四十年财政扶贫总体上对贫困减缓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即:

假设 1: 财政扶贫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减贫和增收效应。
( 二) 结构效应

扶贫政策减缓贫困的结构效应取决于扶贫资金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2015 年，“五个一批”
作为精准扶贫战略的行动方案被提出，其中，产业扶贫作为扶贫政策体系的核心，是覆盖面最广、
涉及人口最多的扶贫举措［7］。产业项目引入对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并获得持续性收入具

有重要作用［20］，但其也存在参与门槛高、扶贫项目脱离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等

一系列问题，导致扶贫效力低下［9］。易地扶贫搬迁启动于 2001 年，通过空间转移改变贫困人口的

外部发展环境，降低自然和环境冲击风险［21］，但移民可能因生计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生产生活方式

剧烈变化以及社会排斥等问题而再度陷入贫困［22］。生态扶贫是通过生态工程建设、生态公益性岗

位、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等途径，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居民生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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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有研究主要使用的贫困线标准包括: 我国现行农村贫困线( 以 201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2300 元 /年 /人) 、国际

低标准( 1． 25 美元 /天 /人) 和高标准贫困线( 1． 9 美元 /天 /人) 。本文选用我国现行农村贫困线。



的“共赢”［23］，具有进入门槛低、产业链长、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等优势［24］，但也被认为对政策依赖度

高，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弱 ［25］。教育扶贫作为“造血式”“普惠式”扶贫的主要手段，通过知识减

贫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水平，增加其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26］，但在我国现行投入和分配

体制下，省际、县域、贫困地区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呈现显著分化［27］，导致相对收

入差距加大和贫困代际传递［28］。社会保障扶贫包括社会救助体系和农村保险体系，覆盖面广，受

益群体多，在防止因病、因灾致( 返) 贫、扶危救困以及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经济福利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14］。尽管如此，兜底式保障机制难以精准对接贫困人口的特惠性需求，且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的发展阶段不一致，减贫机理也各不相同，其交叉、重叠和缺位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依赖”
和贫困边缘人口的“福利争夺”［29］。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不同扶贫方式均对贫困减缓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 三) 路径效应

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差异化结论还来自于扶贫政策作用于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路径影响。
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我国突破扶贫效果边际递减陷阱的力量源泉［30］。经济增长为贫困人口提

供更多就业和增收机会，并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发挥减缓贫困的扩散

效应和涓滴效应［31］。然而经济增长的增收效应并不总是均等的，不同群体的受益程度不同导致经

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呈现出“倒 U 型”等关联［32］。另一方面，贫困人口行为能力也被认为是实现扶

贫政策目标的重要传导机制。能力剥夺被普遍视作贫困的实质和根源，贫困农户个体和家庭的能

力提升是持续性脱贫的关键［10］，建立在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等人力资本基础上的行为能力差异，

使得农民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从而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扶贫政策的减贫

效应。本文假设认为:

假设 3: 经济增长和行为能力是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重要作用路径。
综上，本文构建了扶贫政策与贫困减缓的理论框架( 如图 1 所示) :

图 1 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

三、扶贫政策减贫效应评价的研究方法

随着经济学研究进入实证科学阶段，建立在“观测—归纳”方法论基础上的成果数量迅速增

加，迫切需要对大量差异化研究成果进行综合集成以提取关于重要经济参数的阶段性定论。在医

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的定量集成方法 Meta Analysis 于 1989 年 由 Stanle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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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couliagos［33］引入经济学和商业科学，经过众多统计学家对运用程序和统计效力的发展和完善，

方法体系不断成熟，研究成果快速增长［34］。依照 Meta Analysis 的研究范式，本文将基于更大的样

本空间和精确计量探究中国扶贫政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 一) 文献筛选与编码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 和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检索期限为 2011—2019 年①，检

索策略包括关键词和滚雪球检索。使用不同关键词组合以及引用跟踪，共计获得 2950 篇关于扶贫

政策成效评价的文献。设置如下标准进行排除: ( 1) 未采用实证分析的文献; ( 2) 主题不完全相关

的文献，如金融、社会扶贫或城镇地区的研究; ( 3) 未使用相同变量关系的文献，如采用相对贫困指

标作为因变量; ( 4) 未报告提取效应值所需估计结果的文献; ( 5) 研究设计和方法运用不规范的文

献; ( 6) 使用相同样本和研究方法的重复研究。本文最终获得 159 篇纳入 Meta 分析的样本文献，

其中中文文献 138 篇，英文文献 21 篇。按照编码要求，共计获得 234 个以贫困发生率测度的观测

值和 297 个以收入测度的观测值，总样本量达到 599748 个。
( 二) 效应值和综合效应值计算

效应值( Effect Size) 是 Meta 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能够表征变量间关系的统计量。在相关系数

( r) 、回归系数( β) 、偏相关系数( pcc) 、弹性( Ey /Ex ) 等常用衡量指标中，偏相关系数( pcc) 被认为

是一种标准的、无量纲的统计度量，是消除其他变量影响后变量 Y 与 X 的相关关系，能够进行多个

研究和回归估计结果的比较，目前在经济学领域的 Meta 分析中被广泛应用［35］。其计算公式为:

pccij = t
t2槡 + df

( 1)

其中，pcc ij为第 j 篇文献中第 i 个估计结果的偏相关系数，t 为样本文献回归方程解释变量 Xi ( 人均

或总量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教育、社保、产业发展等财政支出) 对被解释变量 Yi ( 以“贫困发生率”和

“人均收入”为测度标准的贫困程度变化) 的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df 为自由度。
常规 Meta 分析合并效应值( pccij ) 的基本思路是算术平均和加权平均，通常采用最小二乘法

( OLS) 估算算术平均值。由于原始文献估计结果存在精度差异，采用加权平均( WLS) 能够提高综

合效应值的准确性，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模型( WLS-FE) 和随机效应模型( WLS-ＲE) ，其计算如

公式( 2) :

η'0 = ∑wij·pccij

∑wij

( 2)

式( 2) 中，wij代表单个效应值( pccij ) 的权重，通常使用样本量［36］或逆方差［37］，普遍认为后者优于前

者。根据假设条件的差异，WLS-FE 通常使用权重为 wij =
1
σ2

ij
，σ2

ij 为样本中每个估算值的标准误的

平方; WLS-ＲE 通常使用 Wij = 1
σ2

ij + τ2
，分别为研究间方差( τ2 ) 和研究内方差( σ2

ij ) 。

( 三) 出版偏倚检验和纠正

随着 Meta 分析应用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研究者指出，当存在选择性报告具有统计学意义或某

种偏向性估计结果时，只有处于某些区间的观测值能够被纳入从而出现发表偏倚( Publication Bias) ，

常规模型的研究结论被视为效力低下［38］。漏斗图( Funnel Plot) 是 Meta 分析中测度发表偏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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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时间段截取依据为: 2011 年我国开始采用新的国家贫困线标准 ( 以 201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 2300 元

计) 并一直使用至今。后文所指“贫困发生率”均以该标准为基础。



直接的方法。漏斗图以标准化效应值为横轴，以效应值标准误的倒数为纵轴，如果散点沿中心线

呈对称分布，构成漏斗状，则发表偏误较小或没有; 反之则存在偏倚［39］。鉴于该方法对判断偏倚严

重程度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为从精确度上进行判断和矫正，本文根据 Stanley［38］提出的 FAT-PET-
PEESE 分析流程，首先采取 Egger 线性回归［40］进行漏斗不对称性测试( Funnel Asymmetry Testing，

FAT) 。其公式如( 3) 所示:

pccij
seij

= η1 + η″0
1
se( )

ij
+
εij

seij
( 3)

式中，pccij /seij 表示单个效应值的标准正态离差，1 /seij 表示效应值的精度。FAT 的假设检验为:

H0FAT : η1 = 0，也即回归直线是否经过原点。经过原点表示没有发表偏倚，截距 η1 = 0 ; 未经过原

点则存在发表偏倚，截距 η1 越大偏倚程度越高。
进一步，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偏倚，均可继续采取“精确效应检验”( The Precision Effect Tes-

ting，PET) 以获取纠正发表偏倚后的真实效应值。该检验同样使用公式( 3) ，假定截距 η1 = 0 ，待

检验假设变为 H0PET : η0 = 0。如拒绝该假设，则将该 η″0 视为控制了可能的出版偏误后的综合效应

值。但在 η1 ≠ 0 的情况下，公式( 3) 会向下偏置从而低估综合效应值，可将标准误 seij替换为其平

方项 σ2
ij 实施 PEESE 检验( The Precision-Effect Estimate with Standard Error，PEESE) ，表达式如公式

( 4) 所示，线性转换后的加权最小二乘式如公式( 5) 所示:

pccij = η
0 + η1·σ2 + εij ( 4)

pccij
seij

= η
0

1
se( )

ij
+ η1 seij +

εij

seij
( 5)

式( 5) 中的 η
0 被认为是矫正出版偏倚后的真实效应值。

( 四) Meta 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拟构建 Meta 回归模型探讨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考虑到扶贫政策对贫困发生率和收入

的作用方向相反，为便于讨论，本文将贫困发生率的效应值取绝对值，从而与收入效应值纳入同一

个回归模型( 式( 6) ) :

pccij = α0 +∑
k

k = 1
αk·Zijk + εij ( 6)

式中，自变量 Zijk为导致现有文献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差异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变量( 如表 1 所示) ，估

计系数 αk 表示第 k 个估计特征变量对效应值 pcc ij的影响方向及程度。若 αk 显著为正，则说明该

特征能有效提高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评价，反之则表明该特征将会弱化减贫效应。εij为随机扰动

项。根据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设置的自变量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扶贫政策作用于贫困减缓

的路径因素( GDP、Capability) ①; 二是导致评价结果异质性的多种调节因素，包括时间因素( Time) 、
空间因素( Spatial) 、样本特征( Sample) 和测量方法( Method) ( 如表 1 所示) 。Meta 分析中，考虑样

本文献特征的非连续性，均采用虚拟变量进行设置。

31第 1 期 李 怡，柯杰升: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①根据 Baron 和 Kenny( 1986) 以及温忠麟( 2004) 等的研究，经济发展和行为能力的系数如果显著为负，说明控制

了两者的原始文献相对于未控制的文献，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更弱，从而表明其很可能是扶贫政策减缓贫困的

一种路径。当然，这仅表明可能性，并非充分必要条件。



表 1 变量说明及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设置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pcc 扶贫政策减贫 /增收效应的偏相关系数 0． 135 0． 178

se 偏相关系数的标准误 0． 048 0． 030

路径因素 经济增长 样本文献控制了经济增长变量，Yes = 1，No = 0 0． 249 0． 433

行为能力 样本文献控制了农户行为能力( 教育、技能和健康水平) ，Yes = 1，No = 0 0． 676 0． 468

时间因素 20 世纪 80 年代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了 1978—1989 年，Yes = 1，No = 0 0． 027 0． 162

20 世纪 90 年代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了 1990—1999 年，Yes = 1，No = 0 0． 139 0． 346

2000—2010 年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了 2000—2010 年，Yes = 1，No = 0 0． 521 0． 500

2010 年以后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了 2010 年以后，Yes = 1，No = 0 0． 946 0． 226

空间因素 东部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东部地区，Yes = 1，No = 0 0． 552 0． 498

中部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中部地区，Yes = 1，No = 0 0． 602 0． 490

西部 样本文献观测数据包含西部地区，Yes = 1，No = 0 0． 834 0． 372

样本特征 小样本 样本文献样本量在 500 份以下，Yes = 1，No = 0 0． 523 0． 500

中等样本 样本文献样本量在 500 ～ 1000 份，Yes = 1，No = 0 0． 199 0． 400

对照组 样本文献设置了对照组，Yes = 1，No = 0 0． 485 0． 500

测量方法 Method-Linear 样本文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Yes = 1，No = 0 0． 809 0． 393

Method-Lag 样本文献考虑滞后项，Yes = 1，No = 0 0． 241 0． 428

Method-IV 样本文献采用工具变量法，Yes = 1，No = 0 0． 145 0． 353

采用分层线性回归( HLM) 对不同层次变量影响系数进行估计，以解决效应值之间独立性难以

确定的问题。同时，将不同层次的变量纳入总回归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此外，为了消除上述回

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还对标准误进行了 Huber-White 异方差调整。

四、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评估结果

( 一)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漏斗图( 图 2a、2b) 检验结果显示，贫困发生率的效应值漏斗中心为 maines = － 0． 025，明显表

现出向右偏倚，并且在高精度估算中存在异常值。收入指标的效应值漏斗中心为 maines = 0． 128，

相对偏倚程度较轻。

图 2a “扶贫—贫困发生率”效应漏斗图 图 2b “扶贫—收入”效应漏斗图

鉴于异常值同样会影响真实潜在相关性的估计［41］，根据判断标准，去除标准误超过效应值平

均标准误 2 倍以上( se ij ＞ 0． 168 和 se ij ＞ 0． 15) 的效应值，分别为 26 和 23 个，最终纳入 Meta 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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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值分别为 208 和 274 个。运用 Egger 线性回归( 参照公式( 3) ) 进行出版偏倚的精度检验，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效应值的 Egger 检验结果

项目 Egger 检验 系数 标准误 t P
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扶贫—贫困发生率 斜率 η'0 0． 001 0． 005 0． 28 0． 778 － 0． 008 0． 010
( n = 208) 截距 η'1 － 1． 707 0． 207 － 8． 24 0． 000 － 2． 116 － 1． 299

扶贫—收入 斜率 η″0 0． 106 0． 023 4． 53 0． 000 0． 060 0． 153
( n = 274) 截距 η″1 1． 458 1． 194 1． 22 0． 223 － 0． 892 3． 809

从“扶贫—贫困发生率”效应值的检验结果来看，截距 η'1 为负且在 1% 水平上显著，置信区间

［－ 2． 116，－ 1． 299］未包含原点，提示存在较为严重的发表偏倚。“扶贫—收入”效应值的检验结

果则显示，截距 η″1 为正但不显著，置信区间［－ 0． 892，3． 809］包含了原点，说明并不存在明显的发

表偏倚。
( 二)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估计结果

运用未经调整的 OLS、WLS-FE 和 WLS-ＲE 对中国财政扶贫支出及项目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

其结果如表 3-1 和表 3-2 所示。表 3-1 中，第( 1) ～ ( 3) 列显示了使用三种模型测算的“扶贫—贫困

发生率”综合效应值分别为 － 0． 031、－ 0． 024、－ 0． 066，且统计结果均显著( P ＜ 0． 005 ) 。结合 Q
值和 I2值检验结果所提示的高度异质性，应以 WLS-ＲE 为基准模型，即根据现有研究，我国财政扶

贫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显著，影响程度为 － 0． 066。如前所述，由于存在发表偏倚，进一步运

用 FAT-PET 和 PEESE 测算消除发表偏倚后的综合效应值，其结果如表 3-1 第( 4 ) ～ ( 5 ) 列所示。
第( 4) 列 FAT-PET 检验的估计结果为 0． 001，与表 2 中 Egger 检验的斜率 η'0 一致，由于该检测会低

估真实潜在相关性，故执行精度更高的 PEESE，如第( 5) 列所示，估计结果为 － 0． 015 且在 1% 水平

上显著，也即消除发表偏倚后，中国农村财政扶贫对降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作用。

表 3-1 不同模型下“扶贫—贫困发生率”效应值合并结果

项目
( 1) ( 2) ( 3) ( 4) ( 5)

OLS WLS-FX WLS-ＲX FAT-PET( FE) PEESE( FE)

系数
－ 0． 031＊＊＊

( 0． 005)

－ 0． 024＊＊＊

( 0． 004)

－ 0． 066＊＊＊

( 0． 008)

0． 001

( 0． 005)

－ 0． 015＊＊＊

( 0． 003)

se
－ 1． 707＊＊＊

( 0． 207)

σ2 － 18． 769＊＊＊

( 2． 372)

权重 Yes Yes Yes Yes

文献样本 62 62 62 62 62

观测值 208 208 208 208 208

注: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表 3-2 中，第( 1) ～ ( 3) 列显示了使用常规 Meta 分析方法测算的“扶贫—收入”综合效应值，分

别为 0． 037、0． 128 和 0． 160; 第( 4) ～ ( 5) 列显示了矫正发表偏倚后的综合效应值，分别为 0． 106 和

0． 121。由于存在高度异质性，以 WLS-ＲE 为基准模型进行解释，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扶贫对农民

收入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影响程度为 0． 160，矫正发表偏倚后，影响程度为 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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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不同模型下的“扶贫—收入”效应值合并结果

项目
( 1) ( 2) ( 3) ( 4) ( 5)

OLS WLS-FX WLS-ＲX FAT-PET( FE) PEESE( FE)

系数
0． 037＊＊＊

( 0． 005)

0． 128＊＊＊

( 0． 016)

0． 160＊＊＊

( 0． 012)

0． 106＊＊＊

( 0． 023)

0． 121＊＊＊

( 0． 017)

se
1． 458

( 1． 193)

σ2
17． 930

( 18． 688)

权重 Yes Yes Yes Yes

文献样本 91 91 91 91 91

观测值 274 274 274 274 274

注: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参考 Doucouliagos［42］的界定，以偏相关系数测量的主效应绝对值在［0． 07 － 0． 17］区间，被认为

影响较小，［0． 17 － 0． 33］被视为影响中等，［0． 33，1］则为影响较大。可以认为，我国财政扶贫对农

民收入增长产生了接近中等程度的影响，对降低贫困发生率则影响程度较弱。这一结论说明: 第

一，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不断深化，剩余深度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在现行标准下持续

降低贫困发生率更加困难，但扶贫政策的收入效应仍然显著; 第二，扶贫政策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

著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贫困人口识别过程中的“瞄准偏差”; 第三，随着

阶段性超常规扶贫战略向常态化扶贫转变，未来扶贫资金投入増长和减贫难度都在加大，应特别

重视通过结构调整防范财政扶贫资金边际减贫效果的进一步下降。假设 1 得到验证。
( 三) 财政扶贫政策的结构效应

如表 4 所示，本文运用 OLS、WLS-FE 和 WLS-ＲE 进行财政扶贫结构效应估计①。根据异质性

检验结果，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和社保扶贫效应值存在中度至高度异质

性，为便于比较，统一选用 WLS-ＲE 作为基准模型。

表 4 扶贫政策减贫效果的结构效应

支出结构

“扶贫—贫困发生率”效应值 “扶贫—收入”效应值

观测值

( n)

( 1) ( 2) ( 3)

OLS WLS-FE WLS-ＲE

观测值

( n)

( 4) ( 5) ( 6)

OLS WLS-FE WLS-ＲE

产业扶贫 27 － 0． 178＊＊＊

( 0． 024)

－ 0． 125＊＊＊

( 0． 021)

－ 0． 156＊＊＊

( 0． 023)

57 0． 191＊＊＊

( 0． 026)

0． 183＊＊＊

( 0． 036)

0． 191＊＊＊

( 0． 027)

搬迁扶贫 11 － 0． 033*

( 0． 014)

－ 0． 033＊＊＊

( 0． 010)

－ 0． 033＊＊

( 0． 012)

12 0． 148＊＊＊

( 0． 044)

0． 224＊＊＊

( 0． 058)

0． 150＊＊＊

( 0． 044)

生态扶贫 2 － 0． 032

( 0． 01)

34 0． 097＊＊＊

( 0． 026)

0． 057＊＊

( 0． 023)

0． 101＊＊＊

( 0． 0262)

教育扶贫 27 － 0． 141＊＊＊

( 0． 039)

－ 0． 054＊＊

( 0． 021)

－ 0． 117＊＊＊

( 0． 038)

27 0． 193＊＊＊

( 0． 032)

0． 038＊＊

( 0． ． 016)

0． 182＊＊＊

( 0． 034)

社保扶贫 52 － 0． 063＊＊＊

( 0． 010)

－ 0． 019＊＊＊

( 0． 005)

－ 0． 039＊＊＊

( 0． 008)

57 0． 119＊＊＊

( 0． 020)

0． 031＊＊＊

( 0． 010)

0． 106＊＊＊

( 0． 1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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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项估计未使用 PET 和 PEESE 矫正发表偏倚的影响，是因为在观测值( n ＜ 30) 的情况下执行精度检测的结论

被认为并不准确。



WLS-ＲE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扶贫的各项支出中，产业扶贫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效果最

为显著( － 0． 156) ，其次为教育扶贫( － 0． 117) 、社保扶贫( － 0． 039) 和搬迁扶贫( － 0． 033) 。生态

扶贫因观测值过少未进行测算。在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中，作用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

( 0． 191) 、教育扶贫( 0． 182) 、搬迁扶贫( 0． 150 ) 、社保扶贫( 0． 106 ) 和生态扶贫( 0． 101 ) 。总体上，

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表现出中等程度的减贫增收效应，而搬迁、社保和生态扶贫的作用程度则较

弱。其中，涉及更多资源配置、着眼于长期收入增长的产业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扶贫成效，是构建

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路径。但从现有实践来看，产业扶贫的项目主要集中于特色农产品、新能

源( 光伏) 和旅游业，表现出较高的交叉性和重复性，产业同构化的态势较为明显，未来是否会导致

区域性市场供求失衡进而导致减贫效应低于预期，值得持续关注。而教育扶贫形成和提升了农村

贫困人口的知识和技能，是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实现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动力源

泉，应在未来常态化扶贫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移民搬迁对减贫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破解

了生态脆弱地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又难以激发搬迁农户的“造血”能

力，对长效减贫目标构成逆向影响。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作为兜底式的低水平扶贫，缺乏精准性、
特惠性和激励性，对提升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作用有限，因而持续性减贫的效果并不显著。假设 2
得到验证。

( 四) 财政扶贫政策的路径效应

如表 5 所示，采用 Stata15 进行分层回归和总回归的两种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了一致，说明 Meta
回归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 基于分层线性的 Meta 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总回归

系数 0． 162＊＊＊

( 0． 023)

0． 004

( 0． 042)

0． 235＊＊＊

( 0． 032)

0． 112＊＊＊

( 0． 019)

0． 055＊＊

( 0． 021)

0． 198＊＊＊

( 0． 054)

se 0． 673＊＊

( 0． 302)

0． 844＊＊＊

( 0． 301)

0． 551*

( 0． 306)

－ 1． 949＊＊＊

( 0． 403)

0． 919＊＊＊

( 0． 297)

－ 1． 967＊＊＊

( 0． 409)

经济增长 － 0． 019

( 0． 019)

－ 0． 046＊＊

( 0． 020)

行为能力 － 0． 108＊＊＊

( 0． 020)

－ 0． 038*

( 0． 021)

20 世纪 80 年代 0． 014

( 0． 061)

0． 098*

( 0． 056)

20 世纪 90 年代 － 0． 054

( 0． 028)

0． 015

( 0． 027)

2000—2010 年 0． 065＊＊＊

( 0． 018)

0． 050＊＊

( 0． 021)

2010 年后 0． 066＊＊

( 0． 040)

0． 049

( 0． 037)

东部 0． 012

( 0． 021)

0． 005

( 0． 020)

中部 － 0． 062＊＊＊

( 0． 021)

－ 0． 051＊＊

( 0． 020)

西部 － 0． 092＊＊＊

( 0． 022)

－ 0． 088＊＊＊

( 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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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总回归

小样本 0． 232＊＊＊

( 0． 026)

0． 200＊＊＊

( 0． 028)

中等样本 0． 130＊＊＊

( 0． 023)

0． 118＊＊＊

( 0． 023)

对照组 － 0． 065＊＊＊

( 0． 015)

－ 0． 056＊＊＊

( 0． 017)

Method-Linear 0． 066＊＊＊

( 0． 021)

－ 0． 011

( 0． 021)

Method-Lag － 0． 044＊＊

( 0． 019)

－ 0． 043＊＊

( 0． 020)

Method-IV － 0． 053＊＊

( 0． 023)

0． 035

( 0． 023)

文献数量 143 143 143 143 143 143

n 482 482 482 482 482 482

Ｒ2 0． 089 0． 0476 0． 0906 0． 2440 0． 0555 0． 3047

F 值 11． 64＊＊＊ 5． 76＊＊＊ 9． 71＊＊＊ 33． 11＊＊＊ 7． 75＊＊＊ 10． 67＊＊＊

注: * 、＊＊、＊＊＊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在经济增长和行为能力两种减缓贫困的作用路径中，行为能力系数为负( － 0． 108) 且在 1% 水

平上显著，表明在变量设置上，控制了教育、技术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变量的样本文献对扶贫政策减

贫效应的估计结果会显著下降，如前所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为能力是影响扶贫效果的潜在

因素，是我国扶贫政策作用于贫困减缓的可能机制。同理，经济增长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从

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路径效应并不明显，我国目前取得的减贫效应主要是通过行政性

资源配置的重大调整实现的。假设 3 得到验证。此外，根据 Meta 回归的结果，观测数据为 2000 年

以后的研究，减贫增收效果的评价更为显著; 中、西部地区样本的系数为负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

明中西部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总体较东部地区更低; 建立在小样本和中等样本基础上的研究更易

于得到具有显著性的估计结果，考虑了滞后项和内生性因素后的扶贫效果将减弱。这一系列结论

提示了使用精确计量测度经济参数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讨论

中国政府致力于贫困治理的艰苦努力已长达数十年。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反贫困作为一项庞

大的系统性工程，在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并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同时，基于扶贫效率的评价也一

直存在诸多争议。本文以长期的政策实践和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借助 Meta 分析的研究特长，

运用常规计量和纠正发表偏倚后的精确计量，综合集成了我国农村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

结构和路径效应。
基于 Meta 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扶贫资金对降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程度较

弱; 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且显著、接近中等程度的影响，即基于更大范围和样本的实证研

究总体上支持了我国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总体有效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一判断。从结

构上看，着眼于构建贫困人口稳定增收机制的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具有程度较高的减贫效应，与

之相比，易地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的减贫效应依次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三种扶贫

方式的意义，而是应当进一步改进单一的扶贫模式，使其与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协同推进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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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积极的作用。对实证研究结论异质性来源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存在诸多现实约束的条件下，

区域性整体发展面临的挑战严峻，因而首先着眼于提升贫困人口行为能力的扶贫政策取向表现出

相对更强的减贫效应，而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带动的减贫效应则相应较弱。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进

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扶贫政策减贫效应凸显出全面强化的阶段性特征，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

明显。由此也深刻揭示出在贫困治理的不同阶段，扶贫政策特别是财政扶贫政策的重心应当有所

区别。只有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并适时调整优化，扶贫政策才能表现出更有效和更显著的路径效

应。
因此，由于超常的组织发动和社会动员，以及高强度的财政扶贫资金持续投入，在精准化靶向

瞄准和系统化帮扶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在现行标准之下的绝对贫困治理方面实现了突破性

的重大进展，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原有

基础上显著增长和改善。但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成效总体上仍然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的基本特征，不仅大量已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仍显不足，家庭生计条件的改善仍较有限，返贫的风险

因子依然存在。而且因贫困区域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短期内难以逆转，基本生产设施建设滞后的

短板约束仍然严峻，防止数量庞大的低收入边缘群体成为新增贫困人口的任务同样极为艰巨。中

国必须保持宏观扶贫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为关键点，加

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矛盾的长效机制，探索新的长期可持续的减贫战略。
总体上，针对客观存在的反贫困成效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的现实挑战，基于应对中国从绝对

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重大战略调整的现实需求，当前应当在深入总结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系

统性创新模式及重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 一是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面临较大困难的现实背景下，加快建立更完善

和更有效率的财政扶贫资金整合平台，继续深化改革财政扶贫资金投资方式，同时创新性地探索

财政资金与金融、社会资本的融合路径，有效保障相对贫困治理的投资需求; 二是高度重视进入相

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的新要求，准确识别和把握新的致贫因素，将扶贫干预的环节前置，全面强化相

对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构建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基础上的反贫困长效机制; 三是

实现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重点促进贫困区域基础性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显

著减少脆弱性生存环境冲击，提升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为相对贫困人口防范返贫风险提供基础性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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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Ｒeduction Effects，Evaluation and China's
Ｒ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LI Yi，KE Jie-sheng
(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how th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lleviate pov-
erty in China”，this paper selected 159 empirical research samples from 2，950 related studies，extracted
531 effect values，and evaluate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the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e and path
effect using the Meta-Analysis． Ｒesults of adopting the FAT-PET-PEESE strategy show that poverty alle-
viation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reduction of the inci-
dence of poverty． Among them，the former is more significant while the latter is relatively weak． From a
structural point of view，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ar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
viation，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social securit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erences in poor people's ability have had a possible role in reduc-
ing pover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maintain
consistency，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farmers' anti-poverty capabilities and in the meantime set up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Key Words: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incidenc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increment effect;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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